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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泉州沿海地区瓷器的外销 

 

孟原召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100871） 

 

 

摘要：泉州沿海地区宋元时期制瓷手工业十分兴盛，除窑址所见残次废品外，其产品在国内发现较少，而

在东南亚、日本等国外遗址以及运销海外的途中常有出土。据此可知该地所产瓷器主要是外销。这些外销

的瓷器以碗、盘、盒等生活用器为主，也有军持、瓶等其他品种。根据海外遗址的考古发现，并结合历史

文献记载，我们得知宋元时期泉州沿海地区瓷器主要销往东南亚诸国、日本，乃至中东、非洲东海岸地区。

泉州沿海地区瓷器的大量外销是离不开当时国外社会生活状况、泉州瓷器仿烧名窑产品的适应性以及泉州

港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繁盛的便利条件这三个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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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地区地势西高东低，西部为戴云山余脉，逐渐向东南过渡到泉州平原，一直延伸到

东部海湾[1]。这一地区陶瓷原料丰富，取用方便[2]；另一方面，瓷器产品可随晋江顺流而下，

到达泉州港。宋元时期泉州港贸易发达，海上交通便利[3]，可达澎湖、日本、东南亚等地。

因此，这一地区具备了陶瓷生产的两大基本要素——原料和交通[4]，经过南朝至隋唐五代制

瓷手工业的发展，到了宋元时期泉州沿海地区的制瓷手工业极为兴盛[5]。 

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分布于泉州沿海地区的许多窑址得以发现，部分做了科学发掘[6]，

为我们了解泉州沿海地区制瓷手工业面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7]。通过我们对泉州沿海地区宋

元时期制瓷手工业的综合分析考察[8]，可知这一时期泉州陶瓷大量生产，表明其具有一个广

阔的消费市场。关于泉州地区瓷器消费市场，许多学者一般认定为“外销”[9]，其中以晋江

磁灶窑[10]、南安南坑窑[11]为代表，近年一些学者比较系统地从陶瓷生产[12]、消费市场[13]、

水下考古发现[14]、产业模式[15]等角度论证了泉州陶瓷的外销。 

本文将从市场的角度分析泉州沿海地区宋元时期瓷器生产与销售中的的外销性质、品

种、地区、原因等问题。 

一  外销性质的论证 

中国古代瓷器使用十分普遍，并且早在晚唐、五代时期就已作为商品输往国外[16]。泉

州沿海地区宋元时期瓷器的消费市场一直是该地制瓷遗存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许多学者都

对其比较关注并做出了外销的判断[17]。这可以通过古代文献记载和考古遗存的发现情况两

个角度来论证，具体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古代文献的记载。 

这在当时外国人的游记以及宋元人在东南亚等地见闻中都有所体现[18]，有的还明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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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是泉州所产瓷器。这就表明，泉州沿海地区所产瓷器存在着海外市场。 

第二，除了窑址废弃物之外，国内考古发现的资料较少。 

建国后，泉州各地墓葬、城市遗迹的考古工作有了较大进展[19]。泉州城址的考察为我

们了解宋元时期泉州城概况提供了依据[20]，一些遗址中出土了泉州沿海地区生产的青瓷、

青白瓷残片，如泉州体育场[21]、府后山“宋文化堆积层”[22]、晋江溥济庵遗址[23]等，特别

是府后山遗址出土大量瓷片中“以本地窑的产品为多”，泉州德济门遗址也出土有宋元时期

瓷器 30 余件[24]。此外，泉州地区宋元时期的墓葬发现不多，有南安火葬墓[25]、厦门宋墓[26]

等，一般没有瓷器随葬或者数量极少，其制作大多草率，属本地产品。这就说明泉州沿海地

区的瓷器产品部分是用于当地使用的[27]。 

泉州以外，周围其它地区宋元时期的生活居址和墓葬[28]，包括闽南其它地区如漳州[29]，

闽东的福州[30]，闽北地区如邵武[31]、将乐[32]、南平[33]、建瓯[34]等，闽西地区有三明[35]、尤

溪[36]等地，出土瓷器也较少，但这些地区都有相应的瓷器生产[37]，并且器物特征上可看出

多是当地所产[38]。相对而言，内地的其它地区更是不具备这种瓷器使用市场[39]。因而，泉

州沿海地区制瓷业并不存在广阔的内销市场。 

根据上述，除了窑址堆积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窑业废弃物之外，国内遗址中考古发现的

瓷器资料并不多，这显然与泉州沿海地区宋元时期制瓷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和产量是不符的。

这个问题还需要从第三个方面来解决。 

第三，海外一些地区和水下考古沉船遗迹中同类瓷器的大量发现。 

1974 年，在泉州市东南郊的后渚港，发现了一艘宋代远洋海船[40]，出土了一些泉州地

区生产的划花青瓷以及磁灶窑粗瓷。泉州法石宋代沉船出土有南宋时晋江磁灶窑大量烧造的

小口瓶以及泉州划花青瓷[41]。此外，近年来泉州港码头的清理[42]，出土了大量宋元时期瓷

片，从特征来看，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泉州沿海地区。这些沉船、码头出土的瓷器不仅为泉州

沿海地区瓷器的外销提供了重要依据，也是泉州港贸易发达的佐证。 

近年来，在东亚的日本[43]、东南亚的菲律宾[44]、新加坡、印度尼西亚[45]等地都发现了

许多泉州地区划花青瓷器、磁灶窑瓷器等[46]。这不仅表明泉州沿海地区瓷器外销的事实，

也是外销市场的充分证据。 

随着水下考古的兴起和发展，许多溺于海底的沉船及大量遗物陆续出水[47]。在西沙群

岛[48]、东南沿海海域[49]等出土了大量的具有泉州特色的青白瓷器、青瓷器[50]；国外一些海

域也发现了一批出有泉州沿海瓷器的沉船[51]。这也是泉州沿海地区瓷器外销及其贸易航线

的证明。 

因此，从泉州港遗迹、海外瓷器的发现以及航线上大量泉州瓷器的出水这几个方面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海外市场是泉州沿海地区瓷器的重要消费地。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论证，我们可以证明泉州沿海地区瓷器除了满足当地需要外，还大

量销往海外。进一步说，当地市场并不是泉州瓷器的主要市场，更不用说内销了，而海外市

场才是泉州沿海地区制瓷业的主要销售市场。这就论证了泉州沿海地区瓷器的外销性质，也

是下面有关外销和市场问题展开论述的基础。 

二  外销瓷器品种和类别 

泉州沿海地区制瓷业的生产情况，基本上也就代表了外销产品的概况。事实上，这个问

题的讨论不仅要根据宋元时期泉州沿海地区瓷窑产品的品种和类型，而且还要结合被证实了

的海外发现的属于泉州地区生产的瓷器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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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沿海地区瓷器产品大多属于生活用瓷，这些品种在海外几乎都有发现，是外销瓷器

的主要类别[52]。这里包括两类产品：一是比较普通的生活用瓷，这在当地遗址中也有发现，

主要有碗、盘、碟、盒、执壶、罐、瓶等；二是当地甚至国内极少使用、专门用于外销的品

种[53]，如军持[54]、大罐等。此外，不同时期的外销瓷器品种和类型也有差别，结合海外发

现分别说明。 

北宋早中期，泉州沿海瓷器生产的重点在晋江磁灶窑，瓷器品种主要有青釉瓷、酱釉瓷、

黑釉瓷等，器类以执壶、罐、小罐、碗、盘等为主，这便构成了这一阶段泉州外销瓷器的品

类。这些器物大多受到越窑青瓷风格的影响，属于越窑青瓷海外市场的补充[55]。 

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仿越青瓷继续烧造，青白瓷大量烧造。外销瓷器的瓷器品种由以

越窑风格的青瓷为中心而转向以仿景德镇青白瓷系统和越窑青瓷系统为主的多类瓷器，包括

青白瓷、青釉、酱黑釉、酱釉、黑釉、素胎无釉瓷等，器类基本与北宋早中期相似，碗、盘、

盒类器物为大宗。 

南宋中晚期，这是泉州沿海地区制瓷业十分活跃的一个阶段。青白瓷的生产在数量和质

量上已经不如前一期，磁灶窑粗瓷系统中则有较多的酱黑釉、素胎无釉、彩釉等品种，器类

则有碗、盘、盒、罐、执壶、净瓶、小口瓶、军持等。最引人注意、在海外发现最多的则是

南安等地生产的篦点划花青瓷碗、盘类器物，这类仿自龙泉窑的青瓷，形成了庞大的系统，

在西沙群岛[56]、南海沉船[57]以及澎湖[58]、日本[59]诸多遗址中时常发现。 

元代泉州制瓷业较之发达的南宋时期略显收缩。外销产品中以磁灶窑粗瓷和制作粗劣的

篦点划花青瓷为主，包括黑釉、白釉、白釉剔花、黑釉剔花、彩釉、釉下彩绘瓷、素胎瓷等，

还有少量青白瓷。器物类别有碗、盘、盆、盒、罐、大罐、小罐、军持等。 

据此我们可得知，泉州沿海地区外销瓷器的品种和类别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点（表

一），而这种销售情况的变化正是该地区制瓷手工业生产中阶段性特征的具体反映。 

表一  泉州沿海地区宋元时期外销瓷器的品种和类别简表 

时期 外销瓷器系统 品种 类别 

北宋早中期 仿越窑青瓷 青釉瓷、酱釉瓷、黑釉瓷等 执壶、罐、小罐、碗、盘等 

北宋晚期至

南宋早期 

仿越青瓷、仿景德镇青白瓷 青白、青、酱、黑等釉 碗、盘、盒类为大宗 

南宋中晚期 仿龙泉青瓷、青白瓷、磁灶窑

粗瓷 

篦划花青瓷、青白瓷、彩釉

等 

碗、盘、盒、罐、小口瓶、军持

等 

元代 磁灶窑粗瓷、篦点划花青瓷为

主 

黑釉、白釉、彩釉、青釉等 碗、盘、盆、盒、罐、军持、瓶

等 

 

三  瓷器销售地区及路线 

泉州沿海地区瓷器的销售地区与前面外销性质论证、外销瓷器品种和类型等密切相关，

是外销问题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海外遗址的发现和水下考古的成果，结合文献记载，

我们还可以从中复原当时贸易的路线（图一）。 

一、销售地区 

泉州瓷器在海外的发现很多，主要有东亚、东南亚，直到中东地区、非洲东海岸，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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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宋元时期泉州港海上航线示意图 
（据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年 9 月） 

日本[60]和东南亚[61]最多。日本出土的泉州瓷器分布在博多[62]、福冈[63]、镰仓[64]等港口遗址，

出土有磁灶窑粗瓷系统瓷器、篦点划花青瓷、青白瓷，而以篦点划花青瓷居多，器类有碗、

盘、执壶、罐等。东南亚的菲律宾[65]、印度尼西亚[66]、泰国[67]、马来半岛[68]等地均有发现，

其中以磁灶窑瓷器居多，军持、大罐、小罐、净瓶等属于这些地区富有特色的典型外销器类，

而同一遗址中发现的其他窑址则较少，泉州地区窑址是其主要的瓷器来源。伊拉克、伊朗等

中东国家[69]以及非洲东海岸的埃及[70]等地也有泉州瓷器的发现，数量不多，与同一遗址发

现的其他瓷器相比明显不占主要地位，如越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等。 

此外，澎湖列岛[71]、琉球群岛等东部海域也有大量泉州瓷器的出土。 

二、销售路线 

宋元时期泉州是重要港口之一，造船业和航运、贸易十分发达。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

提高，宋代在原来航线的基础上，又开辟了一些较为快捷、航行更远的路线，这就为中国物

质文化的向外进一步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前提。瓷器便是属于众多商品中重要的一类。国外这

些遗址的发现，也重现了宋元时期以泉州港为出发点的瓷器运销路线，大致有三条航线。 

第一条，东向航线，由泉州出发，向东航行，到达台澎地区[72]，使这一地区成为当时

泉州瓷器的重要中转站和消费地之一。这可从东海海域发现的沉船及大量瓷片中得到进一步

证明。这条航线航程较短，可作为更远航线的中转站，由此进一步到达日本、菲律宾等地。 

第二条，北向航线，由泉州港出发，向北沿近海航线至明州（庆元）一带，短暂停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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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继续向东北航行至日本诸岛[73]。 

第三条，南向航线，这也是航程最远、最为复杂的航线[74]。由泉州港出发，向南航行，

有的船只先经广州作短暂停留，然后出发到达菲律宾、越南，继续南行，至西南到达苏门答

拉岛、爪哇岛、沙捞越等各地港口，再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南部港口或直接向西航行，经印

度洋到达非洲东海岸、阿拉伯海、波斯湾沿岸的港口城市[75]，进而分散到非洲、中东各地。 

随着打捞技术的进步和水下考古工作的展开，中国沿海海域尤其是南海、东南亚诸岛附

近海域等地发现了一些宋元时期的沉船[76]，出土了大量瓷片，许多都是可以同宋元时期泉

州沿海窑址相对应的，进一步说明了宋元泉州瓷器外销的海上路线。 

四  外销原因的探讨 

中国古代瓷器在国外颇受欢迎，汉晋时期已有外传[77]，到了唐代出现了作为商品销往

海外的外销瓷器[78]，宋元时期瓷器的外销更是极为发达[79]。一方面，这是受到中国瓷器普

遍使用的影响，是瓷器的实用性优势所决定的[80]。另一方面，与国外当时的社会背景、海

外贸易的发达都有很大关系。泉州沿海地区瓷器的外销还与泉州港的便利密不可分。下面便

从三个方面探讨这一地区宋元时期瓷器的外销原因。 

第一，中国瓷器适应了当时国外的社会生活方式。 

瓷器的普遍流行，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81]，而且对国外的社会生活也有较

大的影响。 

唐、五代时期，越窑、长沙窑[82]、巩县窑等南北方瓷器已远销海外[83]。这类物美价廉

的瓷器改变了国外以陶器、竹木器、金属器皿为主的生活习惯，在当地人们的生活中起到了

重要作用。大批瓷器的输出，刺激了宋元时期这些地区乃至更多地区对中国瓷器的需求。 

中国的宋元时期，东亚[84]、东南亚[85]、南亚、中东、非洲[86]等地，社会生产比较落后，

生活习俗也有较大差异[87]。在此基础上，其生产水平有限，与中国发达的制瓷手工业根本

无法相比[88]。即使是制陶工艺水平较高的阿拉伯、日本地区[89]，也尚未掌握成熟的烧瓷技

术[90]。因此，中国的瓷器便极大地适应了国外的生活方式，也为大量瓷器的输出提供了广

阔的市场空间。这是中国瓷器包括泉州瓷器能够外销的社会背景和外部因素。 

第二，以仿烧宋元时期著名外销名窑为主要特征的泉州沿海地区瓷器适应了国外对瓷器

品种和类别的需求。 

宋元时期，中外之间的瓷器贸易十分发达。一些著名窑场生产瓷器都存在着海外市场
[91]，主要有北方的磁州窑[92]、定窑、耀州窑等，南方的越窑、龙泉窑[93]、景德镇窑等[94]。

在这些主要窑场的影响下，各地还有许多生产类似瓷器的小型窑场，共同构成了宋元时期制

瓷手工业生产格局[95]，也是外销瓷生产体系的基础。 

通过前文我们对泉州沿海地区宋元制瓷业的分析，可知其主要以仿烧著名外销名窑为特

征。名窑瓷器开辟了国外市场，但又供不应求或成本高，给泉州沿海地区仿烧名窑瓷器提供

了机会。因此，泉州沿海地区瓷器的生产，从器物类型、装饰特征等方面对越窑、龙泉窑、

景德镇窑、磁州窑等进行模仿，在一般的器物品种和类别上，该地所产瓷器适应了国外的具

体要求。这是泉州瓷器能够成为外销产品的一个内在因素。 

此外，泉州沿海地区还生产一些器形独特的瓷器，如军持、龙纹大罐、小罐等，这类器

物明显带有异域特色，是泉州为迎合海外市场需求而专门生产的用于外销的一类瓷器。这更

是外部需求对内部生产具有适应性的有力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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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泉州港为中心的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空前繁盛为泉州瓷器的外销提供了运输的便

利条件。 

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发达[96]，明州[97]、温州[98]、广州[99]、泉州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

港口。泉州港便是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而逐渐兴起，到宋元时期达到空前繁荣[100]，属于“东

海航路和南海航路之间的重要港口”[101]。泉州城经历代变迁[102]，于宋代元祐二年（1087）
设立市舶司[103]，负责海外贸易，“掌市易南蕃诸国物货航舶”[104]，并每年举行“典礼”—

—刻石祈风[105]，鼓励海外贸易。南宋政府为“示朝廷招徕远人之意”，由市舶司提举主持“犒

设诸国蕃商”[106]，使得大批海外蕃客的定居[107]，建立圣墓与清真寺[108]，促进了泉州城的

繁荣[109]，带动了泉州港与国外海上贸易的活跃[110]。 

造船技术的进步是海外贸易发达的一个客观条件[111]。宋元时期中国海船有福船等四种
[112]，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当时的国际上享有盛誉。尤其是福船，适宜于远洋航行，泉州

湾发现的宋代海船即属于这类，该船尖底，为双桅帆船，结构坚固，规模庞大[113]。 

海外贸易是以商品为纽带的，瓷器无疑是中国对外输出的重要产品，而泉州沿海地区瓷

窑遗址靠近贸易繁荣的港口，这为瓷器的外销节省了生产和运输成本。因此，在造船和航海

技术成熟的基础上，以泉州港为中心海外贸易的繁盛是宋元时期泉州瓷器外销的技术前提和

客观条件。 

五  瓷器产品的市场导向 

宋元时期中国海外贸易十分繁荣，瓷器与茶叶、丝绸等是对外输出的主要商品，连同输

入的香料[114]、珠宝[115]等共同开辟了与陆上“丝绸之路”相呼应的海上“丝绸之路”[116]。

在这些贸易商品中，陶瓷的数量大、普及范围广，地位重要，因此有学者称之为“陶瓷之路”
[117]，而发达的泉州沿海地区宋元瓷器在这条道路上占有一席之地[118]。 

在此贸易背景下，结合前文的多角度分析，我们可知泉州沿海地区宋元时期制瓷手工业

的发展明显受到市场需求的较大影响。一方面，泉州沿海地区的仿烧瓷器，特别是越窑、龙

泉窑、景德镇窑、磁州窑风格几类瓷器，本身就是以海外广阔的市场空间而扩大生产的。另

一方面，许多器物是专门为这些地区“量身定做”的，是专门用于外销的瓷器品种。因此，

在海外需求市场的导向下，泉州沿海地区宋元时期外销瓷器的生产蓬勃发展。 

市场对瓷器的影响又是具体的，包括器物类别、造型、釉色、装饰等，泉州地区许多具

有异域风格的瓷器体现了市场需求这一消费层面。 

附记：本文为笔者硕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写作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权奎山教

授、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栗建安先生的悉心指导，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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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xport Ceramics from the Sung to Yuan Dynasties  

in the Coastal Region of Quanzhou 

Meng Yuan-zhao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100871) 

 

Abstract: In the Su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ceramics boomed in the coastal region of Quanzhou, 

Fujian. They were found in many archaeological sit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Japan. However, it was so 

few in the local sites except the waste chinaware from the kiln sites. Hereby, they belonged to trade 

ceramics and mainly exported to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The sort of export ceramics 

included bowls, plates and vases. A large quantity of export ceramics resulted from foreign demand, 

imitating famous kilns and the advantage of Quanzhou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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